
 

1 
 

社区治理成果要报 
 

2014 年第 2 期 

（总第 14 期）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 

 

本期摘要： 

消怨除戾：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连贯性解读 

杨志军 

 法治是纾解社会矛盾与压力的重要平衡器，是培养公民理性和构

建理性社会的可靠途径，更是一国走向现代民主文明的重要标志。 

 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当前我国社会的怨戾之气从何而来，反思构建

和谐社会、重建美好社会的可能。 

 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的逐利性、社会自治系统不畅及新技术带来

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三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相互影响，

最终导致怨愤暴戾之气滋生与横生。 

 当前，中国面对传统治理惯性的阻力（巨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历史文化的厚重性）和开放社会的前冲力（改革导向的政治诉求、

现代文明的重新塑造）的双重作用，迫切需要大力开展现代公民

教育，探寻公民参与新机制，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从而建立科学

执政的长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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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怨除戾：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连贯性解读 

杨志军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第七大部分“加强社会建

设”中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

理体制。如果细心比较就会发现，此次党中央对于社会管理新格局的

阐述比 2007 年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法治保障”环节。从根本上讲，

法治是纾解社会矛盾与压力的重要平衡器，是培养公民理性和构建理

性社会的可靠途径，更是一国走向现代民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社会

管理体系中增加法治保障，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嵌入更多的法制依据和法治手段来达成和谐社

会的目标。从学术研究的价值来看，新的 20 字方针将会大大拓展理

论界探究解读的视野和空间，大大增强社会实践部门主动创新社会管

理格局的能动性，为促进理论与实务的联动响应注入新的活力，贡献

新的平台。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大而化之、振聋发

聩、黄钟大吕式的理论主旨阐扬，同时也还应该从中微观层面入手，

从社区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开始，按照“bottom to up”的研究路

径进行另一种富有启示意义的解读。本文即是作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访学期间，通过切身融入和感受生活的蒙特利尔社区，观察新的域

外图景，体验新的域外文化，获得新的域外经验，从而阐明新的域外

启示，以支加强社会建设之招，供构建和谐社会之用。 



 

3 
 

一、“和谐”之维：从一个社区怨戾消解的域外见闻谈

起 

从目前广泛的观察来看，社会抱怨与暴戾的来源多种多样，但其

集中爆发则是在社区（Community）。按照广义的理解，社区即是人们

生活和工作的共同体。所以，观察和思考人们生活的泛环境之内各种

内在主体对象的交互行为以及作为公平正义主体的主持之道，便是省

思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域外经验的直接切入口，是思考和谐的重要理据。 

这个获得性的素材来源于笔者生活的社区，发生在加拿大蒙特利

尔 Chemin Queen Mary 街上的一间杂货店。
[1]
这里的杂货店以卖蔬菜

水果、啤酒饮料为主，多为华人和印度人所开。某日晚上，一家杂货

店里来了三位顾客，一男两女。一女站立柜台前与收银的印度籍女老

板攀谈，询问商品价格和属地等详情；另一女子站在店中装货清样的

华人小工附近挡住其可观察顾客的视线；一男则径直走到啤酒货柜栏

处，观察情势均无大碍、妥当极致时，抱起一打小罐型啤酒塞入宽大

的衣服中，顿时，啤酒肚非常明显地出现。但在老板被挡住视线、注

意力转移的情况下，此男成功出店，随后两名女子一起离开。女老板

好像觉得有些蹊跷，身处店后的华人小工更是觉得可疑，于是打开监

控录像，果不其然，此男为一小贼。报警后，警察到来，但只能看到

其图像，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此男子非常之困难。当向在店门前喝酒的

本地汉子询问是否见过此男时，其中一人告诉警察和店主，此人就住

附近，为一无业游民，并知晓其所住公寓。随后，警察赶到住所，夺

门而入，该男正在对酒当歌，豪饮爽乎。警察将他逮捕后，带到店内



 

4 
 

向店主道歉。小偷满脸堆笑，伸出手来想和老板握手言和，老板置之

不理，对警察说：“这人永远不能再迈进我的店中，我不欢迎他。”警

察听后，对小偷说：“你听到没有？以后你永远不能再踏进这家店中，

这就是对你的教训和惩罚。”小偷点头答应，并偿还了酒钱，退还了

剩余的啤酒。第二日，小偷在门外徘徊顿足良久，终于鼓足勇气，探

进头来，冲店主莞尔一笑，轻声地说：“嗨，我能进来买一点东西吗？”

店主一口回绝：“No!”男子无奈地知趣离开，从此再也没有进过该店。 

一个记录在案已无任何翻身出头之日的偷窃惯犯，一个严肃认真

讲究原则的店主，小偷和店主的故事扣人心弦，但也简单无奇。当恶

行与法治相遇，当程序正义与手下留情碰撞，结果却是以小偷的职业

阿 Q 精神和让人闷声发笑的喜剧效果收场。法治中的裁量、差异中

的和谐在此事件中得到了相安其所、各行其道的体现。如若转换情景

剧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其结果无外乎以下三种情况：1. 一

打小罐啤酒乃小事一桩，店主不予追究，息事宁人，不了了之；2. 店

主打电话报警，但附近派出所事务繁忙，无暇顾及此类小偷小摸之事，

久拖不决；3. 警察抓到该惯犯，带到派出所，一番盘查，录下口供

甚至暴打，而后令其交上保证金，释放回家。 

近年来，我国社会怨戾之气顿然增多，大众往往容易将心中的怨

气转化成社会的戾气，屡见不鲜的飞车抢劫、血溅现场的情景，层出

不穷的公开和公众场合“全武行”场面，历历在目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就是人们将心中愤怨情绪发泄释放出来从而演变成整个社会层面戾

气的主要表现。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其中的怨戾之气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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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构建和谐社会、重建美好社会的可能。 

二、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怨戾之气从何而来 

一般来讲，有怨才有戾，怨气的产生既有社会不公、环境不支、

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因素的直接作用，也与国家内部区域文化的差

异密切相关。不管是哪一种怨戾之气，呼进呼出的是空气自不必说，

但当气体经过大脑皮层和身体机能的有效运转之后，转化出来的有可

能就是怨气、戾气甚至是毒气。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呼吸之气较为浑浊，

要么是呼吸系统较为紊乱，要么呼出之时条件较为恶劣，相对应的分

别是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的逐利性、社会自治系统不畅及新技术带来

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后果，三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和

演化，最终导致怨愤暴戾之气滋生与横生。 

（一）市场经济向“钱”看的本性肆虐和转轨时期的体制约束失

效 

在以盈利增长目标的市场经济“理性人”假设条件下，一心一意

向“钱”看不仅是市场繁荣、财富增长、生活改善、福利增进的发动

机，而且也是制度变迁诱因的强烈后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

济保持快速增长，总量不断攀升，财富不断增加。政府正在从投资建

设匮乏型向基建消费引导充盈型转变，企业正在从原始资本积累向增

量资本拓展迈进，利益集团正在从集束性行业的垄断向国家政策的利

益输送传递，大众正在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向逐渐富裕的小康生活

过渡，全社会正弥漫着一阵追逐金钱、地位、名望的功利之风，同样，

权贵阶层也正在暗涌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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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总是在改革最明显、进步最快速的时期产生”的警世性恐慌。

与此同时，转轨时期的体制约束力日益下降，具体表现在：国家政策

被利益集团绑架，司法公平进程迟缓不前，分配机制改革效果不彰，

权力监督形同虚设，致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道路举步维艰，公民

权利制度化保障机制日益式微，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层分化日益明

显，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挫。换言之，以权力的高调宣扬为导向，以有

钱能办事的思维逻辑为基础，以正统价值观失音和普世价值观的禁言

为工具，最终只会进一步造成人性的肆虐膨胀，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二）社会自洽功能与公民理性精神无法互嵌 

一个国家必须有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并交融产生的公

民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既有儒家宽容仁慈谦让的大道大德，又有严谨

的秩序观念和权利表达的主动意识。传统道德不可或缺，现代文明价

值观也不可少。时至今日，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描述的

第三世界转型国家政党、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嵌入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2]格局依然存在，民众怨戾之气的外部环境得不到真正的

改善。严格意义上讲，没有赋权于公民的自治实践行动，没有大力倡

导理性公民精神的平台建设，没有激活传统媒体和释放禁锢新型社会

媒体力量的多元融入，就不可能形成群体小自治的土壤，也不会产生

社会大共治的局面，更不会有社会自治实现后通过系统的自洽功能反

哺和嵌入公民领域，进行再次培育而后顺畅生长的良性循环格局。就

像山川河流之势出于高地、注入良田、泄于低洼、归于大海、复而往

始、不曾停留一样，基于安全生存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而进行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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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当遵循如水流之势、气、德。忽略滔滔东去之势，便与潮流而逆；

忽略天地七星九泉上下对应之气，便与自然规律相悖；忽视开发建设

与人间义理的大德环转，则会得不偿失，失道寡助。因此，怨戾之气

因社会自治功能与公民理性精神无法互嵌而致使势、气、德阻滞不通。 

（三）信息技术变革导致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 

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距离，但是技术

却不能自动消解社会矛盾。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与共享反倒给政府增

添了不少的麻烦，社会怨戾之气很难依靠技术的进步而得到顺利解决。

因此，当政府治理“平衡术”的难题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

变迁不期而遇时，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宏大且显著的命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来

探知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变动中所生产的“潘多拉魔盒”？波兰尼的理

论告诉我们，社会怨戾之气来自于国家和社会双向运动失衡的偏颇后

果。社会大众除了在虚拟的社区和空间进行情绪表达和议题建构之外，

在现实生活空间里很少也很难有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切身了解

政府决策执行过程和享受社会组织的全方位服务、参与重建基本文明

价值规范等议题的机会。这种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失衡及网络社会的

“集体无意识”、“群体极化”、“沉默螺旋桨”及“首因效应”导致怨

戾之气的滋生与增生。 

三、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怨戾之气如何消解？ 

有怨有暴，怨气未到；怨气一到，暴戾就到。民众的抱怨之气和

暴戾之气互为表里，交织响应，相互推动。要消除暴戾行为，必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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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产生怨愤之气的土壤，必须切割暴戾的管道。笔者以为，以域外经

验来看，结合我国国情和社情民意，从现在起，亟需做好以下三个方

面的工作： 

（一）大力开展公民教育，深植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价值理念 

    笔者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每日走出 Snowdon 地铁站后还需

步行 15 分钟左右返回位于 Dufferin 的住所，中间要过 5 个街口。值

得一提的是，这里通常设置红黄绿白四种颜色的交通信号灯，其中白

灯和绿灯均为行人准备，除此以外，一些路口还在路灯的灯杆上设置

了手动按钮，优先保障行人过路权利。最让人感动的是，每次经过未

设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crossroad），只要看到我有跃跃欲试想要

穿越马路的冲动，驾车者会很快减速，主动为我让道放行。这种路人

先行的社会文明理念已经深深地植入当地人的意识之中，我们很难想

象这是国家先发性、种族优越性和文明先进性的结果。相反，这种文

明的行为恰恰是现代公民教育结下的殷硕果实。 

梁启超在百年前就大声疾呼，“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

今日，国民教育仍然未见青少年所应得之教义，仍未显青少年所应壮

之思想。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只带来了民众身躯的横纵发

展，未带来公民精神的培育和公民道德的普及。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整套成熟的公民教育体系就旨在培养人格健全、价

值明确、思维理性的现代公民；东亚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启

动义务性的公民教育，大力倡导本国的民族特性；韩国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公民教育的改造活动；新加坡则将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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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精神植入教育体系之中，把“仁、智、勇、义、礼、信”确定

为《好公民》教材和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台湾亦有这样

的传统。 

笔者以为，判断一个国家公民的文明程度和世界观水平，不在于

是否要求公民爱国不爱国或者有多么的爱国，爱国是公民教育的结果

而不是起点。最根本的标准要看在本国成长和培育出来的公民是否具

备通阔的世界交往知识和全面理性的表达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单向的

（爱）党（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培育出来的。因此，面对基于城邦政

治实践、天赋人权、新教伦理和自由市场所发展出来的西方价值观，

面对 21 世纪如何从深层次思考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中的软实力内涵，

现在应该是到了充分发掘儒家伦理和道德资源，将普世与本土结合、

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时候了！到了向新一代开放、多元却又迷茫和失准

的公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的时候了！更是到了向传统官僚结构束缚和

苏联式计划教育体系模式说再见的时候了！笔者大力坚持并强烈呼吁，

以真正的现代公民教育为开端，宣扬中华民族儒家传统价值观，还原

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知识的本质，普及主流文明的内在规范和价值，

传授信仰自由对于人性解放的规范与引领意义，才是实现习近平同志

提出的“中国梦”的根本之途，舍此无它。如此，以少带老，以小促

大，以滚雪球式的层层递进方式来促进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成熟，经过

若干年的努力，方能培养出一批世界公民。 

（二）探寻公民参与新机制，培育公民自治精神 

    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面对的最大挑战来源于互联网的开放、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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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和弥散化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和失序并存的交织特点。当代中

国政府治理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强势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异体同位型

的社会矛盾无法制度化解决的困境之中。政府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实

行 regulatory governance最终只会陷入消防员和救火队长的角色扮

演，促使社会矛盾弥散化体现和议题集中型爆发成为一种常态。这种

常态化的病态征兆不是社会肌体本身的溃烂，而是由政府行政主体统

包大揽、原发高阶的权力集束性膨胀所导致。[3] 

消解全社会怨戾之气、解决频发社会矛盾的科学有效办法就是开

拓新的公民参与机制。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的“伟大社会”改

革，就是面对国内种族、阶层之间富裕与贫穷的矛盾，建立一种新的

公民参与机制来实现国家的再生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公共管理现实，

公民参与已成为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决策时必须考量的因素,而不是一

个需要讨论是或者否的问题，公民如何参与、何时参与以及怎样评价

公民参与行动的有效性才是理论与实践部门应该回应的主题。当代公

民参与理论告诉我们，富有积极能动精神的公民绝不仅仅是政府提供

的公共服务的消极消费者，还是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

力量，更是与公共管理者一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 

在转型国家政治参与“爆炸”面前，或许约翰·克莱顿·托马斯

（John Clayton Thomas）基于提高现代公共管理系统再造能力而设

想公民参与新途径之“分散式公民协商决策”途径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分散式的公民协商决策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在保证公共管理机构政策

质量和问题的结构化条件下，管理者必须将有序参与作为政府治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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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与效能性的基石，通过分别与不同的公民团体探讨问题的方式限

制公民影响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并设法与持不同意见的公民达成某种

程度的一致。[4]被普遍采用的公共决策方式除了为人所熟知并且常见

的关键公众接触（key contacts）、公民大会（public meetings）、

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s）和公民调查（citizen surveys）

外，社会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也带来了新型的虚拟社区集群

化的参与方式。这些参与方式尽管存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地域文化思维

的差异，但是其旨在释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压力机理却是无国界

限制的。只有通过开展公民参与的实践，才能真正释放久藏公民心头

的怨愤，才能自然培养公民自治的精神，减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

压力。 

（三）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治理模式 

    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凸显导致国家治理

失范的状况，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建议

应该强化 authoritarian regime 的国家能力建设来吸纳和消解现代

化所带来的混乱危机，此种方法得到了王绍光、胡鞍钢等诸多学者的

认同，并且也不失为我国国家治理如何落实到政府治理层面的一种有

效路径。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因为国家的弱小而带来不稳定

因素，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国家力量的过于强大，挤压和侵蚀了社会

发育成熟的生长空间所致。当然，笔者也并不认同亨廷顿的学生弗朗

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作出的针对中国的“历史终结论”

预设和结论。从世界范围内的转型发展经验来看，一个有理性、讲秩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DIQFjAA&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29.html&ei=szxCUfbSF62l4AP7p4DADw&usg=AFQjCNEaaLTSmThMOryjeHRgm4dCn0_sbw&sig2=C3NI0aWVSjR8Bu7hgQnDsA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DIQFjAA&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29.html&ei=szxCUfbSF62l4AP7p4DADw&usg=AFQjCNEaaLTSmThMOryjeHRgm4dCn0_sbw&sig2=C3NI0aWVSjR8Bu7hgQnDsA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ved=0CDIQFjAA&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29.html&ei=szxCUfbSF62l4AP7p4DADw&usg=AFQjCNEaaLTSmThMOryjeHRgm4dCn0_sbw&sig2=C3NI0aWVSjR8Bu7hgQn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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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懂文明的社会，必然在国家建设层面形成认同，在政府治理层面

实现放权，在社会管理层面实现自治，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

一不可，最终形成个人小自治和社会大共治的良性格局。 

因此，首先需要国家将信任的因子赋予社会，社会将信任的种子

播撒到公民、媒体、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相互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

系，这样就具备了重新找回共识的凝聚力和出发点。 

其次，国家建设就是通过国家政权和政府能力建设，优化配置政

党统合资源和政府分配资源两个体制上的优越性。尤其是政府要在公

共事务治理领域实现充分的授权与分权，从而激活民间能量，引导多

元主体参与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例如，笔者曾经参与上海浦东塘桥

街道的调研活动，直观了解到目前上海的社区绝大部分都采用了社会

组织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本社区的民生和社会难题，并且

从世博会召开以来，各大居委社区层次都在启动新一轮的美好自治家

园建设计划，来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应该说颇有成效。因

此，通过基层自治组织来走出一条体制吸纳社会的新路子，是未来社

会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消解社会内部矛盾，平息暴戾之气的有效方

法。 

最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要适应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

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方法，来处理一些影响

恶劣、久拖不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致使政府合法性遭到严重侵

蚀，政党执政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国家权威受到严重影响。在网络共

和国的糟托邦（Dystopian）现实和网络社会风险极其不确定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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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活动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地方政府再也不

能单凭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来强力推行政策。各级政府要具备和熟练

掌握公开与民众对话、交流和协商的能力，通过建立健全一个上情下

达、下情上达“安全阀式”的制度通道，与公民保持经常性的通畅互

动，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矛盾，加强信任，增进共识。这种通过建立

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合作的平台的做法，不仅能够形成强烈

的社会共同体责任感，达成共担风险的意识，而且在诸多矛盾公开和

激化时留存了相当的缓冲地带，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也能留存巨大

创新的空间，是建立科学执政长期基础的关键行动。 

四、结语 

学术研究需要考虑国家治理变迁的背景，与时才能俱进，在建设

和谐社会的路途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彼得·埃文斯《嵌入

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

需要一个深深嵌入社会的有效现代官僚体制；[5]在其主编的《国家与

社会共治：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一书中，他又着重强调国家与

社会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国家制度和公民参与是一个互嵌的过程，

通过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实现共同治理。[6]同样是着眼于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并发展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路径），强调必须平衡地看待国家

和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既要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社

会对国家的影响，并侧重分析后者的重要性。他在《在社会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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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转换与互构》一书中，从过程导向路径和人

类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治理的层级性

和现实国家的复杂性决定了二者互动的动态演绎与变迁格局。[7]从国

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强调国家与社会对抗隔离到国家笼罩社会再到

回归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变迁轨迹来看，这些成果较好的反映了西方学

者对于现实世界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关注，其实质是不仅要设计出一套

高明的猎虎技术，而且还要探索到豢养老虎的方法，实现对“武松打

虎”的文明跨越。当前中国面对传统治理惯性的阻拉力（巨型社会治

理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的厚重性）和开放社会的前冲力（改革导向的

政治诉求、现代文明的重新塑造）的双重作用，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势如骑虎”格局[8]来形容这个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转

型试验场，全世界的华人学者令人瞩目，年轻一代学人更是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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